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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介绍了日本演化经济学学会以及演化经济学研究的概况，阐述了演化经济学的定义、详细考察了三类演化主体，说明了经济学为什么应该是演化的。在此基础上，考察了经济演化中选择过程的主要方面和经济体系，揭示了演化过程在经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文章还对人类行为习惯的一些性质进行了考察，把新古典主义的效用最大化与演化经济学的规则基准的行为模式进行比较，揭示了知识与其他演化主体之间的密切联系。文章的最后部分，介绍了演化经济学中正在兴起的多元代理模型和模拟方法，并把它们作为在新时期突破和替代新古典主义研究模式的基本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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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日本演化经济学会（JAFEE）成立于1997年，会员主要由不满意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组成。简而言之，演化经济学鲜明地反对主流经济学（或类似于1960年代的法国，与主流经济学“论战”）。这些支持演化经济学思想的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制度主义者、后凯恩斯主义者和经济史学家。JAFEE的成员构成与北美或欧洲的演化经济学会并没有较大差别，但她有一个新的特点，那就是吸引了较多的对计算机模拟感兴趣的会员。JAFEE的成员运用多种方法致力于发展和创立一个新的演化经济学。

我们的组织还应再前进一步。应该提出一个统一的演化经济理论。而且，这对于证明演化经济学确实优越于新古典经济学也是必要的。在演化经济学看来重要的一些问题却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遗弃了。我们必须探索研究这些问题的新方法。

有些学者认为在演化经济学的组成方面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准则，演化经济学的领域涉及到了三个主题：经济发展、知识和制度。另外一些人认为演化经济学的统一性来自于动态分析、历史演变和制度基因的方法论。

本文将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演化经济学的统一性存在于其独特的方法论：从演化的视角来观察多样化的经济现象。但仅靠这一视角并不能发展这一领域。从创新的角度而言，一个新的视角和经济学框架应该同时出现。

二、演化经济学的定义

演化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具有自己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关注经济如何运行、如何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仅仅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提出一个替代性的研究主题、理论思想和工具，而不是用新古典的理论框架来构成它的基础。这一新的理论框架和工具，一方面是对演化经济学长期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也需对其进行大胆的创新。本文为追求这样一个新的演化经济学，在理论上提供一个粗略的轮廓。

三、经济演化的典型事例

三类经济事物的发展可以被视为经济主体的演化：商品、技术和制度。另外两类——经济行为和知识，将在第五节和第六节讨论。行为和知识为前三类的演化提供了支持和基础。在本节，我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前三类主体。关于企业和组织的事例更为精细，它们可以被视为实体，也可以被视为由许多演化的实体组成的系统。这些相关的内容在第五部分予以讨论。

(一) 商品

在商品的实例中，大多数制成品都是标准化的。当然，商品也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修整。

车模的变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94年10月创建的本田奥迪，已经经历了两次完全的模具变化（1999年和2003年）和四次小的调整。另外，还引进了8个方面的变化。一次完全的模具变化，将使得机器和形状发生完全的变化。甚至机器的基本结构都将被更换。奥迪在1999年的改进中，引进了V6发动机。在小的改进中，基本车型没有发生变化，但其内部和外部的一些组件却可能发生变化。保险杠、后视镜、钢板、车轮、表盘以及颜色都易于发生变化。

人们制造和消费着许多种类的商品。在一个工业化国家中，商品组合是非常庞大的。不同的商品可以视为不同的商品目，很难数得清楚。比如，两双鞋子除了尺寸和颜色外，都很相似，可以视为同一商品目，或者相反。但进行粗略的估计还是可以的，比如，一个标准的便利店要存有3000种商品，一个大的商场可能有150,000到300,000种商品，在日本，可能有不下于1亿种商品。

社会中所使用的商品集合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有些可能绝迹了，有些则被新引进来。有些物品被改进或提高了。新产品不断地替代着旧产品，商品集合的组成一直在变化。即使商品集合中的商品种类没有发生变化，但一些商品因为需求增加而产量增加，它们变得更加重要。其它一些产品则相对不太重要了，对它们的需求减少。

商品集合与文化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它们决定了会消费什么以及可行性活动的种类。商品集合的变化是经济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没有可用的理论框架来分析这一演化，新古典经济学继续忽略这些重要的经济现象，而演化经济学则为回答这些理论问题提供了一个框架。

（二）技术

“技术”这个词汇经常代表一类可以构成单独实体的培训。在现实中，技术代表相当广泛的不同知识——告诉人们如何生产商品、如何选原料、如何使用这些产品。技术也运用在机器的设计，汽车、机器人、食品的制造，以及药物开发等方面。这里仅列举数种应用。生产这些商品所要求的技术知识是迥然不同的。

技术知识经常被结构化和组织化，在其本质上则可以是科学的或实践性的。技术的某些组成部分，如材料机械和生化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为发展一种新技术知识提供了指导性原则。技术知识的某些组成部分可能具有一些技巧性知识的特点，而不能用语言正规地予以描述。一个训练有素的工人可以相当精确地完成他的工作。虽然，他所运用的技术不能准确地描述，但显然他确实拥有这些技术。

有多种因素可以导致技术的变化。例如，新发明、新发现、研究、开发、发展、生产和消费的经历、微小的改进，新突破以及科学发展。新发明经常把旧的技术淘汰掉，使得一些技术变得过时并绝迹。因此，技术的演变是多种因素导致的其组成要素发生演变的结果。在技术史领域，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较好的专题论文集。对当前的这类文章进行汇总成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技术史的研究方面有着一个强烈的倾向，那就是把技术发展看作是一个演化的过程。

新古典经济学有时在它的约束框架下对待技术发展这个对象。运用增长计量这个方法，索洛发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部分是来自生产率的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技术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克鲁格曼的《亚洲奇迹的神话》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争论中，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成为解释亚洲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问题。
 但是，过多地依赖于对经济增长结果的计量是很危险的。增长的精确计量是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公式紧密相联的。索洛的宏观经济模型仅仅把技术发展作为一个参数而没有对技术变化进行深入探讨。

作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新的变化，内生增长理论把技术发展作为事先确定好的宏观生产函数规模收益递增的结果。这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内部也许是一个根本的改进。但却错过了我们所讨论的真正焦点。我们也无法确认，宏观经济生产函数就一定会采用内生型经济增长理论这种函数形式。

现实中的技术发展存在于每一个生产地点的生产能力集合的变化之中。新古典增长理论缺少把微观上技术发展与假设的宏观生产函数联系起来的理论框架。这也意味着新古典增长理论缺少一个能够用来分析技术发展的一般性理论框架。另一方面，演化经济学也没有现成的方法来计量技术发展。现在，只有在技术编年史方面尚取得一些令人满意的结果，但计量方法和理论思想在技术演化中同样重要。

（三）制度

制度这个词汇具有多重涵义。
 服从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制度这个词汇用来表示标准、规则和惯例这些被社会所广泛认可的行为规范。在协议中所运用的制度是标准化的程序，达成协议、解决冲突、汇报和听证，以及其它交易业务。在有些情况下，现存的选择主要是由文化决定的。比如，在国际贸易中，货运交付价格条款的选择仅限于FOB（离岸价）和CIF（到岸价）两个价格条款，如果不增加复杂程度就不可能引入第三种条款。

市场经济为一系列的制度所支持。即使是一个简单的采购，也必需了解支付、运输、本票、保险、银行贴现、信用证等一系列的惯例知识，以及汇率。如果某人连续两次不能按期支付票证，他（她）就要面临银行停止交易的惩罚。破产的威胁是一个重要的确保商业票据按期支付的社会工具。

制度构成了一个网络，一个制度为其它制度所支持。就像上面所提到的，按期支付制度为银行间的停止银行交易的协议所强化。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制度都必须有惩罚措施来强制执行。有些标准和程序被接受为社会标准或社会惯例，并没有惩罚措施来强制实施。

两个制度之间经常互相竞争。当国际贸易中国家间的商业惯例不同时，如果他们想达成协议，就应选择其中之一来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制度是通过个人来选择的。有些情况下，协议的选择是不同的；有些情况下，两个可选择惯例中的一个，逐步演变为国际惯例。有人也许认为两个竞争性惯例的选择是遵循多数选择准则的。但我们要意识到并不总是能够在两个制度之间进行优劣比较。在不考虑制度发生作用的环境，也就是现存制度的网络体系的情况下，讨论制度的优劣是毫无意义的。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遇到了国家间不同制度之间的许多冲突。解决这些冲突，要充分意识到任何制度都是有机地嵌入在其所在国的制度网络体系之中的。

有时会引进新的制度。许多不同的原因和情况，会导致引进一个新的制度以适应国外的制度，解决一个社会问题或调整到一个新的生活模式。当一个新的制度被引进时，它就要与旧制度体系进行竞争。有些制度将变得过时或不再适用，而被剔除出制度网络。

（四）演化过程的核心

我们已经考察了上述三个范畴：商品、技术和制度。这些范畴的构成要素在不断变化，而这些变化的模式可以视为演化。商品、技术和制度的构成实体，都具有以下共性：

（1）它们可以作为一个单位而与其它实体分离开来；

（2）它们自身具有可识别的属性；

（3）有多种原因可以导致它们发生转换；

（4）它们可以用某种方式再生产出来；

（5）它们可成为选择的对象。

这些是实体可以被称作是“演化”所具备的主要特征。其中最细致的一个特征就是第四项，即再造性，也就是从原型中再生产出来并扩大化。但每一类实体都具有不同于其它实体的再生产机制。商品是按照原型进行再生产的，每个产品都是某一种商品的一个个案。技术可以通过模仿、效仿或专利转让，从一个人或企业传递到另一个人或企业。制度从一个共同体传递到另一个共同体。尽管它们的再生产机制不同，但这些实体都可以被称作复制，因为它们都是对原型的拷贝。

虽然不必在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之间建立起准确的类比关系，但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共性。经济实体类似于具有共同显型的有机物生物群体。在生物演化理论中，每一个显型都被认为是具有相同的被称作为基因的物质基础。经济中的实体演化也许不具备这种物质基础，而把它们看作是概念会更好一些。在商品的事例中，实体就是一个具体的商品；在技术的事例中，是技术知识使人们得到具体的产品的性能；在制度的事例中，实体就是一项适用于确定性场景的规则或惯例。每一个实体都可以有多种实现方式：以物质产品的形式，以技术知识应用形式，以及规则明确下的行为形式。每一个实现都可以称作一个个案。对一个实体而言，我们把实体实现的所有个案的集合定义为群体。

演化首先是一个实体转化为另一个实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演化涉及到三个不同阶段：

（1）通过创新、发明、改进、即兴发挥等来实现实体的变异或变化。从广义上讲，新实体的产生是这种突变的一个部分。

（2）通过效仿、仿制、专利、引进、吸收等方式，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或从一个共同体到另一个共同体来实现实体的再造或传播扩散。

（3）通过市场选择，通过再造率的差别，通过工程师或决策者的判断决策，通过政治过程如投票以及其它方式，实现对实体的选择或增长上的差异。

必须指出的是，演化实体的特性并不排他性地决定演化的过程。整个演化过程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链条。同一类属下的实体之间的竞争，只是实体间相互关系的一种情况。我们还必须意识到不同类属之间实体间的相互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在第三种状态中，选择是发生在个案层次上而不是实体层次上。以消费者的选择为例，当消费者选择购买某种物品，他们的直接行为是在若干种竞争性商品种挑选一种。这一挑选就为选中的这种具体商品的产品数量增加了一个数字。有时，这一数字就成为企业是继续生产这一商品还是停止生产这一商品的决策依据。只有当这类选择发生时，才出现实体层次上的选择。

在实体与它的个案之间进行区分也许在学术细节上是不必要的，但这一区分对于不引起讨论中的混淆是必要的。复制动态性或群体数量动态性，是用来分析每一实体的群体数量界定的工具。演化就是从一个旧的实体转化到一个新的实体，它包括两个过程：涌现过程，即新实体的群体数量增加；以及消失过程，即旧实体的群体数量减少。

（五) 对企业的粗略考察

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企业或者组织都属于事物演化的范畴。为了确定企业被视为演化实体的方法，我们考察3.4节中所列举的5个条件。

企业是一个商务单位，是能与其它组织明显区分的，并连续性持有自己的特殊属性（1和2）；企业变化可能是管理改革或创新以及人事变动的结果（3）；在市场经济中，企业间的竞争是严酷的，在企业这一层次上进行着选择（5）；五个条件中的四个都是很容易就能满足的。企业的一个特殊性质就是并不能容易地判断它们是否可以再造。

在一些特定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企业可以再造。在19世纪以前，企业比较小且由业主直接经营。一个为某一店铺工作了较长时间的伙计，可被授权新开一个店铺，并成为新店铺的业主。
 在这个案例中，操作性的专有技术就从母店转移到了子店。通常，子店还被允许使用母店的招牌。这种再造模式与生物再造极为相似。但现在，这种模式的再造极为罕见了。在运输和信息系统发展起来以后，公司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经营。对这样的公司，进行再造就是制造它自己的竞争对手。老的生产体系已经不再常见了。

现在，一个公司可以在国外开设它的子公司，而且子公司在很多方面具有母公司的许多特征。但开设子公司更应看作是同一组织超越国界的扩张，而不是一个企业的再造。另外一种形式的再造是特许经营链体系。特许经营的单位之间是非常相似的，它们是原型的个案或复制品。当然，链条中心，或这一链条的授权者，必须行使多种不同的功能，如组织者、员工培训者、供货者、控制和营销者以及其它等等。受权者也不是授权者的一个复制品，这种再造安排与生物再造是极为不同的。

典型的再造安排对现在的企业来讲，已经不存在了。即使是这样的话，演化的概念仍然适用于企业。一些企业已经存在了很长时期。在这段时期内，经营者更迭替换，老板可能也换了，主要产品也更新了，但企业仍然保持其原有的基本特征。运转程序、营销经验、制造方法、企业内培训体系、工作模式，以及其它方面都在岁月流逝中继承了下来。企业的延续性就是随着时间的延迁而对其自身进行的再造。一个企业并不通过再造而扩散，而是随时间演化拷贝出其自身。

企业有多种演化形式。有些运转程序的构成可能被替代，工资系统和其它激励系统可能会调整，甚至个人的工作模式也可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改变。新的行为和组织标准可能会被塑造为新的常规性行为和惯例。它们就像企业的“DNA”或“基因”一样而得以遗传。这些常规性行为和惯例的变化就是企业“基因”的变异，企业就是在这些变异中实现演化。

值得注意的是，演化这个术语经常用来表示两个层次上的变化：实体层次和系统层次。在商品和技术的例子中，变异就是商品和技术的变化。而在企业中，变异是企业的组成部分的变化。当系统的组成部分发生变化时，系统的行为也发生变化。这种组成部分的变化所导致的系统变化，也称作演化。而企业演化是在这种系统层次上的变异。当然，实体层次与系统层次上演化的区分是相对的。商品也可以看作是由多种专有技术知识所组成的一个组合，从这个角度来看商品演化，它就具有系统层次上演化的许多特征。下面的演化概念，既用来表示演化实体的变化，也用来表示由多个演化实体所组成的系统的变化。

四、选择过程

演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每一类属的每一阶段，其特征和其间的机制都是不同的。每一类属的每一阶段的每一过程，都相互依赖。例如，技术演化的过程会影响商品的演化过程。新技术的出现，如信息和沟通技术，改变了制度的基础。遵循其自身进程演化着的制度，也会为商品演化创造条件。因此，每个演化过程都不能与其它演化过程割裂开来。

虽然经济演化是一个整体的演化过程，但我们难以对其进行一揽子式分析。考察它的发展，要从研究其组成类属的演化过程开始。诸如商品、技术和制度这类实体，要经历三个阶段：变异、再造和选择，如前第四部分中所指出的。阶段变化的机制，取决于要考察的实体以及其所在阶段。汇总在一起，就有九种情况。本文不打算对此进行讨论。从四的（一）到（四），我们将关注于市场中的选择机制，（五）将要介绍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一个系统是否对演化开放。
（一）商品选择：三个时刻

在市场经济中，对商品的选择进行三次。首先，是制造商进行选择。许多企业拥有一个部门或工程小组来负责推出新商品的想法或概念。每个企业都具有自己的筛选机制，如概念讨论、技术总结以及可行性考察。只有很少的想法具有可行性，而被采纳到开发进程。在商品开发的过程中，有些想法因为在有限的经费预算内难以实现而被摒弃了，有些想法可以修正一下以使得商品更具有吸引力。一般而言，董事会对新商品进行讨论，并决定是否推向市场。

第二，消费者在商场对商品进行选择。消费者对商品进行了解，判断其价格、预期效用、设计、包装是否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第三个选择的时刻，是在家里或在产品被使用的其它场合。消费者了解它的效用、耐久性等等，并作出该商品是否物有所值的判断。如果他们喜欢这个产品，那么他们将成为重复购买者，制造商将赢得一个忠实的顾客。

这一选择的过程与新古典经济理论描绘的景象是完全不同的。在新古典的理论框架中，消费者被假设为对所有的商品具有完全的信息。每一个消费者都被假设具有自己的消费函数，并且在给定的价格体系和预算约束下，使其商品组合在所有可能的商品集合中的效用价值最大化。这个假设等同于要求无穷的运算速度。这个最大化问题仅仅是渐缩问题（knapsack problem）的一个特例，而渐缩问题因计算复杂，在数学理论中是最为出名的无解题目。渐缩问题的求解运算量随着题目大小的增加呈几何级数增长。即使运用计算机，若要在100种商品组合中进行最大化计算的话，运算时间也要超过100万年。
 因此，新古典框架涵盖的纯粹是一个虚构的解释。

演化经济学对消费者的选择问题提供了一个迥然不同的理论。首先，消费者对商品所知甚少。他们的购买行为是一种随机抽样行为。经过一系列的试错过程之后，他们开始了解一个商品的相对效用，也开始了解许多商品的价格。当他们要购买商品时，他们从过去的经历中了解到或猜测出商品的使用价值。他们对价格和预期效用进行比较，如果比值大于他们预期的水平（或者说渴望的水平），他们将决定购买这一商品。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购买行为。演化理论的主要之处在于购买行为的演化。在实际使用商品时，效用水平是变化的。当他们了解到更低的商品报价时，他们的渴望水平也会变化。当他们了解到一个更好的决策规则时，原来的购买行为本身也将被另一种模式所替代。消费者行为是学习过程的一个结果，缺乏对消费者过去经历的参考，我们无法解释消费者行为。

（二）作为过程的市场

市场是消费者和生产者进行决策的场所。作为主流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标准的价格理论假设每一个消费者都有一个需求函数，每一个生产者都有一个供给函数。而且，还要假设这些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都精确地传导给了市场，以及每一商品的价格将固定在总需求等于总供给这个水平上。这一思想深深地潜藏于各种解释之中，从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交叉点解释，到复杂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但是，这一图景不仅是虚构的、不现实的，而且对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发展也是一个误导。

在现代市场经济，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努力尽可能地多销售他们的产品，没有一个类似于主流经济理论论的供给函数。价格在供给函数中作为自变量，意味着企业有一个销售极限，越过了这一极限，生产者就不愿意在给定价格下再进行销售。然而，企业是非常乐于在现行价格下比正常销售量销售更多的产品。市场经济中厂商的供给态度与标准价格理论所揭示的供给态度是迥然不同的。

在需求这一方，在实际中把价格作为需求函数的自变量也是值得怀疑的。需求函数的概念假设，给定任何价格体系，消费者总能最大化其效用。事实上，如果所有价格一下子都发生变化的话，消费者会非常困惑。在定义需求函数时，假设消费者会沿着这样一种方式选择商品或服务，以最大化其效用是传统的做法。正如在第一部分的最后所揭示的，这等同于假设消费者无限的理性。即使他们试图最大化效用，计算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于他们得不出结果。

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并没有坚固的基础，它们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被认为是构建均衡理论框架所必需的。均衡是一种没有再调整空间的有效状态。这为数学公式推导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理论框架。只要数学被认为是唯一能进行经济过程分析的工具，均衡理论就将继续被假设为唯一的理论框架。但应该到了停止用均衡的视角进行思考的时候了。如果市场被认为是交易过程的话，就不需要假定需求和供给函数被价格这个自变量所确定。我们必须从传统的图景中脱离出来，而转向一个新的市场图景。

一个典型的交易也许发生在当一个顾客在商店里浏览商品和价格时。顾客挑选出一些物品，交给收银员；收银员累加出总价格，顾客支付后带着商品离开。在这个典型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讨价还价。店主在他们的商店里陈列商品，所有的物品都标有价格签。这意味着商店将按照其标价进行销售，如果顾客想以一个低价购买的话，店主会拒绝这一交易。

价格标签通常采用一种简单的加价方式予以固定化，简单地讲，就是在单位成本的基础上加一个固定的比例。消费者的选择决定销售量。在某一确定的间隔时间，比如一天或一个星期（这个时间间隔会随着商品的特征和环境发生变化），店主会到批发商那儿采购来补充已经销售掉的商品。批发商也做同样的事情，他们设定价格，根据销售的数量到制造商那里采购必要的商品数量。到了生产商，则根据一定时期内总的销售数量来决定生产数量。因此，在市场过程中，销售信息是从一个代理人传递到另外一个代理人的系列过程。当生产原料是被另一个生产商所生产时，信息流可能会形成一个循环。

这一整个过程所决定的不是每一种商品的价格而是销售数量。粗略地讲，它决定了每个消费者所消费商品的生产数量。因此，每一种商品的再生产数量也通过消费者的选择而得以决定。当然，这不是对选择过程的完整描述。

过了一个时期，比如说是一年，厂商将会了解到它的每个产品的利润情况，利润是总销售额与总成本额之间的差额。对任一商品，总成本基本上由两部分构成：固定成本和比例成本。即使是在价格保持固定的情况下，利润也会随着销售量的变化而变化。如果销售额超过了持平点，就会有利润。如果销售量小于持平点，就会有亏损。如果一个厂商继续生产某种产品的话，那么是因为它预期将从该商品的销售中得到利润。如果已实现的和预期的利润不够充分的话，该厂商会决定退出这一市场。这是市场所加给生产者的第二种类型的选择。

（三）价格和选择过程

我们现在的论述并不是意味着价格在商品的选择过程中不发挥作用，而是与标准的价格理论相比，价格发挥着一个非常不同的作用。就某种程度而言，价格仍然是影响消费者商品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给定某一商店中，两种具有相似性能的产品，但具有不同的价格，那么消费者会购买价格便宜的商品。因此，价格低廉产品的销售会增加。

一个较低的销售价格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实现，比如，降低利润率，降低库存成本、运费和生产费用；引进先进的生产方法，以更低的价格购进原料。这些活动都是价格竞争的替代手段。没有这些努力的低价战略，也许在短期内有效，但不可能长期维持。

低价不是唯一的竞争手段。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大多数厂商都想售出大于他们当前的现实销售额。即使市场的总需求是有限的，一般总会有两个以上的竞争厂商在提供同一商品或替代品。因此，为了吸引顾客总会进行激烈的竞争。为了扩大他们的销售量，厂商采取了一系列的活动。例如，他们在电视或报纸上做广告，促销员经常光顾销售点，服务中心提供有保证的免费修理，折价产品或者搭配售出或者不搭配销售，超市中的最好的位置和柜台总是最为抢手。对于奢侈品和服务而言，品牌形象是非常重要的，厂商们都在努力为他们的产品创立一个良好的品牌形象。

厂商在挑选产品组合时并不是被动的。一个企业也许会制造某种中等品质的产品，而依靠竞争性价格来吸引顾客，因为大规模的生产能够降低产品的价格。其它企业也许选择生产高品质的商品，通过精细化它的加工，而吸引顾客以较高的价格购买这一高品质的产品。在战略选择中，价格仅仅是厂商考虑的多种因素中的一种。选择包括产品定位、价格、质量、制造工艺、顾客定位、供货网络、服务方式、公关方式等等。

（四）对其它选择过程的评述

市场并不是进行选择的唯一场所。企业主要负责生产方法的选择，如果存在两种或者更多的生产技术，将由企业从中选择一种方式。他们必须考虑众多的因素。即使某种方法比其它方法成本低，也未必就能确保这种生产方法在将来就一定具有竞争优势。每一个长期成本曲线都具有不同的下降斜率，目前具有较高成本的方法在将来可能具有较低的成本。一种在售商品的高成本生产方法，也许对于开发一个新的商品而言非常有用；而一种具有较低生产成本的方法却对开发新的商品没有价值。一项成功的开发可能会改变一个企业的命运，但对于企业用新技术在新市场中竞争而言，持续性的研究可能是必需的。

如果技术选择的第一步是由企业作出的话，那么消费者也时常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两种技术具有同样的功能而只有细微的差异，消费者的选择将决定哪一种技术更好以及哪种技术将在竞争中胜出。录像机（VTR）的竞争案例是广为熟知的。在录像技术方面曾经存在着两种技术之间的激烈竞争，Sony公司的Beta Max技术以及Victor和Matsushita集团的VHS技术。当Matsushita集团成功地开发出4小时录像带后，消费者更多地购买VHS录像机，而不是Beta Max录像机。最后，VHS技术成为勿庸置疑的优胜者。
目前，一种新的激烈竞争是为了让自己集团的标准程序取得世界标准的地位。这种竞争方式较常见于信息和通讯产业。一个关键词就是兼容性。一个机器的使用价值与它的兼容性正相关。所以竞争战略就是使具有自己标准程序的机器尽可能以最快的速度取得用户的支持。比竞争者更快地开发出新产品成为最有力的竞争方式，因为想使用这些机器的人没有别的替代选择可做。当竞争者想进入同一市场时，这个市场已经被具有自己一方的标准程序所占领，这样竞争者只能在销售中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

（五）系统对竞争的开放性

从演化的视角来看，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截然不同。计划经济对演化是非常封闭的，它并不禁止新产品的引进，但实现它的程序是相当长而且复杂。如果某人具有一个新商品的想法，仅仅说服他的上司同意还不够。在计划经济中，计划程序要经过许多等级。为了使某种商品生产出来，还要必须说服国家部委和国家计划当局的工作人员。计划经济要求相当细致的计划方案。一个企业的产品必须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数量运送到需要它的企业。因为，现代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投入产出网络，计划的任何一个改变，哪怕很小，也可能需要改变整个计划。这就使得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改变已经通过的计划。在计划实行期间引进一个新的产品或技术，就要改变计划。因此，即使需求是明显的甚至是迫切的，也将避免新产品或新技术的引进。所以，在实践中，只有在五年计划的起始阶段，才有可能引进新产品。

市场经济具有不同的调节逻辑。要素的所有者可以自由地与其他人交换他们的拥有物。如果双方达成一致就可以确定一项交换。在货币经济中，交换按照支付还是收入而划分为购买或售卖的形式。在企业所有者承担风险的前提下，生产和销售是自由作出的，可以自由地引进新产品和新技术。未来的利润为创新提供了足够的激励。通过这种方式，在市场经济中，创新是很容易进行的。

为了在一般概念上比较这两种经济，让我们先绕个弯子。从照相机到太空火箭，有很多的制造系统。它们都是设计精良的机器制造的。在这样一个系统中，设计上一个微小的改变都可能会引致整个系统出现故障。新的设计要求细致全面的考察以确保各个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良好平衡。对于演化，它们是相当封闭的系统。但在人造的世界中，一种新型的系统已经诞生了，它就是互联网系统。

互联网是世界范围内的计算机的联网。每台计算机都可以用互联网的标准程序码发出信息。每个信息都可以分成若干个信息包，每个信息包都在线路标签上留注了地址。路由器计算机通过收索具有特定的地址的计算机，并确定信息包裹应发送的路径。只要信息包裹具有互联网的标准码，它就可能发送任何信息。互联网系统和数字多媒体技术使得信息可以采用图片、音像、音轨等形式发送而不需要对标准码进行任何基本改变。互联网系统对演化是开放的。

互联网的特性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京都大学的喜田一（Hajime Kita）教授用“古典”这个术语表示互联网产生之前的人造系统。
 古典系统对演化是不太开放的。互联网是第一个对演化真正开放的系统。计算机科学工程师现在已经意识到系统对演化开放的可能性。

系统可以按照是否对演化开放而分类。当然，把任何现成的系统都分成两组并不容易。另外，“开放”这个词也是从相对的意义上使用更恰当些。一个系统可能比另外一个系统对演化更为开放。“对演化开放”的概念是新的，但它必须成为系统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

如果运用上述术语的话，市场经济可以称作是对演化开放的，而计划经济则不是。对计划经济失败原因的争论曾经是一个很热的话题。导致计划经济出现故障的可能原因包括官僚、缺乏激励系统、不准确的价格体系、计算的不可能性以及地方上运用知识的不可能性。市场经济相对计划经济而言对演化更为开放，这就是计划经济之所以赶不上发达市场经济的原因。

对演化的开放性可能要成为发展经济的一个关键内容。发展经济也不是千篇一律。每个经济都有它自己的历史、人民、文化和制度。制度和文化的差别，使得有些经济对演化更为开放，而有些经济则不太开放。这一差别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演化经济学能证实这一成因的话，那么将是对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五、过程和时间的调整

经济中的任何事物都是相互依赖的。这是事实，但这一事实往往在经济学中被过于强调。对同时性等式体系的使用，迫使人们强调一些变量是依赖于其它变量的。但这只是一个方法上的结论，而并不是现实本身。同样的结论也可以在物理学中得出，但分析框架与经济学大为不同。例如，如果考虑到万有引力的话，任何物体对其它物体都有影响。但在很多情况下以及在物理学中，万有引力的作用是忽略不计的。同样，把经济时间序列看作是一个自为过程比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决定性过程中的一部分更为明智。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是由瓦尔拉斯和其他一般均衡理论的领军人物所创造出来的方法论上的神话。

相对于瓦尔拉斯而言，马歇尔具有更为现实的观点，他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来研究问题。他知道经济是可以分解的。西蒙（1969）指出，世界几乎是空虚的，系统可以分解为子系统。分解不仅对于系统设计非常重要，而且对于理论架构也非常重要。
 当然，可分解性也不是绝对的。所有的经济体系都是关联的。要点在于这些关联是松散的，必须要开发一个理论框架来适用于这些系统。为此要从两个方向进行两种分析：一个是研究独立过程的分析框架，一个是为分析子系统间联系提供术语的系统分析框架。第一项任务的一个例子就是把时间序列作为随机波动的自为过程，第二项任务较为复杂，需要更加细致的考察。

（一）松散联系的系统

如果一列变量构成了一个可分解的子系统，这些变量所组成的时间序列就构成了一个自为过程。过程分析和均衡分析的一个主要差别就在于均衡表示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而过程则是事件的序列，只有当某些事情发生时，它就会运动。所以，两个事件之间的间隔是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

大多数的经济过程具有一种决定序贯事件间隔的节奏。例如，一个店主补充存货的频率：每天、每周还是每月，取决于给定的条件。这些节奏对于所有过程而言并不是统一的。在工厂中，一些产品在传送带上生产出来的时间也就是几分钟。每天的产量也许天天调整，但它们通常以每周的产量为控制依据。关于工厂生产能力的投资决策比每天的产量决策更为重要，但它要比改变产量的决策频率更低。产品的价格在相当长时期内也保持固定不变（如一年）。

在这些过程中，节奏和变量都是决策的对象。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上述事例中，这些变量不是一次性决定的。每个决策也都有适当的间隔，即使这些间隔本身也是由决策所作出的。一般均衡理论掩盖了这样的一个简单事实：那就是我们的决策是一个一个顺序性地作出的。一般均衡假设所有的变量是一次性决定的。这一假设仅仅对于一般均衡理论中同时存在的等式体系是有用的，对于现实则一点价值也没有。

在经济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并不像固体中要素间联系那样紧密。相反，经济是一个松散联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许多变量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并且各自拥有一些变化自由度。如果x被假定为一个松散的变量，而s假定为x此时的值，那么对于一个确定的额度d和e，x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可以在[s-d,s+e]这个区域内取任何值，而不会引起系统的其它变量发生任何变化。也只有在这样一个松散的系统中，你才能作出有效率的决策。否则，你将被迫一次性地改变很多变量。在多数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一次性改变许多变量的能力是相当有限的。

在下一节，我们将考察人类行为的性质。不管是否很经济，人类的行为通常是一个行为序列，每个经济行为都将改变一个或两个变量。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行为只是对事态的调整而不是对经济状态的控制。

经济的可分解性和变量间联系的松散性构成了人类行为的基础。一般均衡理论的系统视角完全忽略了这些事实，而把它的兴趣放在了每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上。

（二）去耦（隔离）（decoupling）机制

对一个松散联系的系统，一定会存在着使变量间相互隔离的机制。这一隔离或去耦机制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实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库存。在商店的那个事例中，摆放在货架上的商品和后院里的存货就构成了库存。工厂有三种形式的库存：以原材料形式存在的存货、以在线产品形式出现的存货以及成品存货。这些存货是最常用的隔离机制。

以商店为例，顾客们不时地光顾以作出购买这种或那种商品的决策。当顾客想购买某种物品时，顾客想买多少，售货员就为他提供多少。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例外，导致商店不能满足顾客的需求，那就是顾客想要购买的数量超过了库存的数量。在其它情况下，只要售货员从库存中取出顾客想要的数量并交付给顾客就可以了。存货使得售货员能完成售货的行为，这同样适用于工厂。只有具备了多种形式的存货，工厂的各个部门才能按照自己的速度进行生产。当然，这种自由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无限地积累存货。

如果商店没有存货的话，当有商品需求时，店主就很难交货。如果我们不能以一种正常的方式进行存货，如电力。那我们就不能把消费与生产隔离开来，而这时的决策就必须同时进行。在一个没有任何存货的虚构世界里，每一个变量都具有一个固定的值，并作为其它所有变量的函数。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没有任何协调是可行的，即使我们通过合作来同时控制经济的所有变量，我们也不具备这种力量。

另一种去耦机制就是货币。货币使得人们能够把买和卖分离开来。如果没有货币，我们就必须实现被称作是需求的双重重合（double coincidence）。这意味着A想用商品X来换取Y的话，而另外一个人B想用商品Y来换取X。找到具有如此需求状态的一对人是很难的。货币免除了这种双重重合关系，从而增加了卖和买的机会。卖家只要找到一个想买的人而买家只要找到一个想卖的人就足够了。承诺也是一种隔离机制的形式。如果你承诺在某一固定时间交付货物的话，而对方接受的话，这就有可能把交易、生产和交货的时间分离开。

这些隔离机制是具有有限能力的人类行为人进行决策并实施决策的物质基础。

（三）不同层次上的调整

正如第一节中所提到的，每一个过程都有它自己的节奏。当我们考察两个具有不同节奏的过程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呈一种多层调节的形式。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让我们假设过程A是一家便利店的货物销售，过程B是补充存货，过程C是商店销售货物种类的变动。那么，过程A行进的节奏是几分钟，过程B的节奏是数天，过程C的节奏可能是数月。每当顾客购买一些商品时，商店的存货都会发生改变，当销售进行时，存货就会减少。每一物品的存货都会根据前一天的销售报告在每天的固定时间进行补充，每天的初始存货数量是由连锁中心决定而不是店主来决定。连锁中心计算出每家便利店每种物品的每天适当存货。在月末，连锁中心考察每种物品是畅销还是相反，从而作出是继续供应还是停止供应这种物品。在这些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三个层次上的调节。便利店销售上的调节几乎是自动进行的，每当有商品卖出，存货就会改变。存货补充数量的调节是由连锁中心进行调节的。例如，当某一物品经常销售一空，初始存货就要增加。对商品种类的调整也是由连锁中心所进行，只是调整的频率低于对每家便利店初始存货的调整频率。

对于便利店的店主而言，每种物品的初始存货和商品种类都是给定的条件。店主所能作的只是合理地摆放这些物品并等顾客上门。连锁中心决定每家便利店的每一种物品初始存货。每天的销售额为这种决策提供了决策数据。对商品种类的调整也是由连锁中心考虑的调整事项。这一决策的依据是每月各个物品的销售情况。如果某种物品的销售额不是很充足的话，它将被一个新的物品所替代。

有人可能会增加一个调节层次：补充存货的节奏。没有必要使得存货补充的节奏以一天为单位进行，可以把它改为两天一次货一天两次。这一改变的影响可能会呈现出多种方式。如果某人能够估计出物流效果的话，那么他或她会选择最佳的物流。但这种比较并不容易，物流循环的改变经常是复杂的和竞争性的。角色的变化也是可能的。比如。午餐盒的销售量可能会依赖于学校的日程安排。如果午餐盒的销售在总销售中占有较大比重的话，那么让店主而不是连锁中心来决定供应数量可能更好一些。

通过这种方式，调整是在多个层面上进行。如果考虑到这些安排涉及到一些利益团体之间要达成一致这个方面，有些调节就要被视为是制度；而考虑到这些决策使得常规性行为得以继续而并不造成什么不便的话，有些调节又可以视为惯例。每一调节规则都关注很少数目的变量，而调节往往根据一个或两个变量的变化。

（四）演化和历史

理论学家必须意识到，均衡和最大化的理论框架并不是一个适当的考察演化过程的理论框架。演化经济学需要一个从总体上不同于主流新古典理论的新理论框架。缺少这样的一个框架，是不可能揭示演化为什么重要以及为什么演化普遍深入到每一个重要的经济领域。

演化只有在松散联系的系统中才可能发生。调节规则就是经济行为的一个例子。从调节只关注较少数量的变量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它是一个小调节。演化就是用某种小的调整规则替代另外的小调整规则。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演化是普遍存在的。演化仅仅改变极少数目变量的运动。系统性失败的概率是很小的。你可以在试错的基础上进行改变。更替的效果有时很难确定。因此，两个互相竞争的规则可以共存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经济状态可以用很多可选择性的组合来描述。一种特定的组合永远可能只发生一次，所以经济演化的过程必须采用历史的形式，它是组合的连续性变化，在这些组合中每一个都是在所有时间中独一无二的。

历史学的重要性应该加以强调。经济史中充满了演化的事例。然而，每个经济学家仅仅了解很少的历史演化的具体实例。作为演化理论而言，自然史领先于生物史，而经济历史则遵循了一个相反的顺序。演化的思想来自于生物学，理论领先于知识的积累。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收集甚少。但显而易见的是，对演化事例的收集已经成为进一步发展演化经济学的基础。有组织地、系统地收集具体的演化案例已经非常必要。

2004年，日本演化经济学会开始组织编撰了一本演化经济学的手册。手册的一半将致力于收集演化的具体实例。这是继出版一本英文期刊以后的一个新的努力，它需要所有会员的努力合作。一本涵盖了几乎所有种类的演化案例的手册早就该出版了，但这一尝试要求庞大的工作量，就像编撰一本字典或百科全书。只有一个学术性协会才有能力承担如此艰巨的任务。

六、人类行为的性质

演化经济学不仅为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更为广泛的视角，也是理解人类经济行为性质的一个必要的理论框架，并且解释了市场经济的真实运转是在作为一个过程而进行。作为经济理论的核心理论框架，演化经济学事实上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替代品。为了证实这一点，本节我们要考察人类经济行为的性质，并在下一节考察与人类行为相关的知识。

在第三节，我们考察了三类演化实体：商品、技术和制度。但对于演化经济学来说，要探讨这些类型的各种具体演化实例，还不充分。正如在第三节中所提到的，我们还要在加上两类范畴：行为和知识。它们的重要性不仅是作为经济演化的范畴，而且它们同时还是支持各种实体的模仿和再生产的基本因素。

正如在四（四）中提到的，新古典经济学已经积累了很多理论上的不规范。显然，经济学要求范式的改变。这种改变的必要性，从1970年代就被认识到了，但经济学在这方面却失败了，因为它不能抛弃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也不能提供一个可替代的理论框架。新古典理论框架由两个原则组成：把人类的行为特征化为最大化原则和把一般经济状态特征化为均衡理论框架。演化经济学家的一个共识就是均衡理论框架要为过程分析所替代，最大化原则要为常规行为和选择过程所替代。因此，对人类行为的正确理解是演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部分。知识和行为是紧密相联的。事实上，知识和行为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虽然很难把知识和行为分开来考察，但我们在这一节还是主要考察行为，而在下一节主要考察知识。

（一）对最大化原则的重新考察

让我们首先来考察人类行为的性质。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这一领域对他们的理论还是感觉很自在、很满意。对人们如何行为的替代性观点要从演化的视角提出。这一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经济行为应当被理解为对某一操作规则的运用。大多数的演化经济学家都支持这一结论。本文的论点是，把操作规则分解为它最简单的形式，则具有被东京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吉田民人（Tamito Yoshida）称之为“CD转换”的一种特定结构。我们将在第三节解释它，但当我们先考察了新古典经济理论对消费者选择的解释后，对它的特征就更加容易理解。

假设消费者在市场上选择要买的物品。在这种情况下，新古典经济理论假定消费者遵循最大化原则。用数学的语言来表达，消费者选择的问题就是一个简单的约束条件下的极值问题。当价格为正时，满足预算约束的非负的商品集，是有界的、封闭的。每一个连续性函数在这一集合中都具有一个最大的点（维尔斯特拉斯定理）。一旦给定了这一解释，新古典经济学家立刻得出结论，人们要选择这一效用最大化的商品组合，因为，人们没有理由会选择一个不太具有吸引力的商品组合。然而，在存在最大点和发现最大点的可能性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如在四（一）中指出的，随着商品数量的增加，解决这一问题所必需的运算时间以指数速度增加，很快就不能求解。

在经济学入门的教科书中，两个商品的数量是给定的，寻找最大点看上去一点也不难。在一般情况下，给出一个等式体系，以及对最大点状态的解释，一些必须满足的具体条件。然而，没有给出任何的关于寻找最大解的精确解释。新古典经济学系统地忽视了计算的复杂性，忽略了从求解计算要求的时间过长这个简单的事实很容易得出的逻辑结果。当知道最大化结果是不可能找到时，最大化原则的假定是非理性的。

H.A西蒙是第一个提出质疑的，随之是有限理性的论题，个人在不能求解最大值时如何行为。有限理性可以被描述为这样的一个条件，即计算的复杂性要在人类推理能力的范围之内。

这里需要强调一个补充观点。部分归因于西蒙第一公式，有限理性经常被解释为与不确定性有一定的联系。新古典对这一问题的方法是采用了最大化原则的预期效用版本。在阐述演化经济学家对行为的理解之前，有必要考察一下预期效用的最大化。

（二）预期效用和不确定性

世界是复杂的，我们很难预料某一行为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家具有把问题程式化为随机形式的倾向。他们假设人们最大化他们的预期效用。这是对最大化原则错误的简单重复。在新情况下，每一结果的条件概率是不易被知道的。每一种可替代性行为的预期效用等于每一种可能的结果乘以其自身的条件概率。在不知道条件概率的前提下，人们怎么可能估计出预期效用值呢？

假设所有的结果都是已知的（并不总是这样的）。如果问题很小的化，每种替代性行为的预期效用都可以计算出来。但当问题稍微有点大，工作就变得很困难，因为这需要列举所有不同行为的组合并估算出每种行为组合的结果和条件概率。即使这能够正确地计算出来，最大解也不能保证这个结果就一定好于常规行为所带来的结果。

为了论证这一点，我们假设有五个连续性选择，每个选择又有三个选择项，总的组合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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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243。让我们还假设这一同样的决策状态发生了100次。因为，这是一个不经常发生的状态，这一数目是显著的。但100次的发生数目对于估计每一选择组合结果发生的条件概率而言是不充分的。对于243个组合，我们仅仅知道100个。很多组合根本就不曾出现。我们如何估计每种选择组合的结果的条件概率呢？除非每种结果都遵循物理学的规则，否则，条件概率估计就纯粹是主观估计。建立在这种估计基础上的预期效用，是一种纯粹的虚幻的猜测，与现实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因此，最大化求解也没有实质性含义。

（三）规则基础上的行为

显然，最大化原则应该被抛弃。我们生活在一个经常遭遇到复杂问题的世界里。除非是极为简单的问题，对最大值的追求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世界里，个人如何行为的问题因此得以产生。

必须从完全不同于最大化原则的角度来处理这一问题。对此问题存在着众多的线索。行为心理学家把行为看作是刺激和反应的组合进行分析。不管是Pavlov之后的经典条件反射的结果，还是Skinner之后的自发条件反应（operant condition）的结果，行为都是刺激和反应的组合。演化经济学家谈论更多的是常规性规则基础上的操作。计算机科学家把人类的行为公式化为计算机程序。但远没有给出人类行为的原型。任何一个复杂的行为都是多个简单行为的组合。当我们了解了这些人类行为的简单形式，我们就可以在一般意义上考察人类行为的性质。

这一公式可以表达为一个四联体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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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q表示行为者的内部或身体状态，S表示观察到的情况或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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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要采取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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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采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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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的内部或身体状态。刺激S来自于外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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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作用于世界的行为。这里，“世界”一词既表示外部世界也表示行为者的内部世界。

上述的公式太抽象了，必须要做一说明。任何一个条件反射都能以
[image: image7.wm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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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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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形式给出。我们举一个著名的反射实验。在这个实例中，q表示腿能够自由摇晃的状态，S表示用锤子敲打膝盖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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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无意识的前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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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与q相同的状态。当你听到闹钟的铃声，你就会意识到该起床了。在这一实例中，q表示睡着的状态，S表示闹钟的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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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该起床的指示，
[image: image11.wmf]q

¢

表示你已经起床后的状态。

这个公式的基本组成是：在内部状态的指引下，行为者观察外部的世界是否是状态S；如果是，行为者遵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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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行为，而把自己的状态改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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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种特定的时间，行为者的行为是非常简单的。他或她所做的只是观察世界是否处在状态S，或者遵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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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没有特定的智商水平要求。

四联式也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qS表示构成条件部分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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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BED Equation.3  [image: image16.wmf]q

¢

构成行为部分A。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把四联式重写为QA，或Q---A。四联式就采取了一种如果－那么的规则，如果qS，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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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BED Equation.3  [image: image18.wmf]q

¢

；或者如果Q，则A。这是规则行为的原型。在认真地考察完美国的符号学后，吉田民人（Tamito Yoshida）(1990,原创论文1967)把这一公式解释为CD转换，即从一个认知性内涵转换为一个指示性内涵。John Holland的“分类器（classifier）”与“如果－就”规则操作以及吉田民人（Yoshida）的CD转换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一主题在后面还要进一步探讨。

如果－就的规则公式对于独立性行为是一个很有用的表示。但这一公式不能涵盖如何把不同的CD转换统一起来的信息，并把它们组织成一个系列。四联式的独创性在于它能够把一系列的行为表示为一个四联式集合。事实上，让我们考虑简写为下列形式的一系列行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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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在引入内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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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则这一系列的行为可以表现为下述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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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者的初始状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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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如果观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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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则行动者采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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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从而把内部状态转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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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接着，如果观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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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则行为者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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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把状态转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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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接着，如果观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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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则行动者采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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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把状态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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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这一公式是在一本关于计算机理论的入门书中提出的。
 令人吃惊的是，任何计算公式都可以写成一列这样的四联式。作为一个特殊的事例，任何计算机的程序都可以写成一系列这样的四联式。这一事实保证了四联式的普遍性特征。虽然它高度抽象，这一公式设计良好并适用于人类甚至是复杂的行为。

（四）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说明

任何行为都可以分解为一系列的如果－就形态的行为。其中的每一个行为都以其前面行为的完成为先决条件。这个系列可以分解为一系列的四联式，其中内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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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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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保证一个良好的行为秩序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即使拥有低智商的动物也采用类似的行为方式。生物符号学的创始人和客观环境（Umwelt）概念（物种的专有环境世界）的发明者Uxküll(1934),对于扁虱产卵的行为给出了一个经典的描述。

扁虱要产卵的话，必须要吸食哺乳动物的血。但扁虱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与能够跳出高于自己身体数百倍的跳蚤相反，扁虱不能迅速地移动，一点也不会跳。另外，它几乎是全瞎。乍一想，扁虱根本不可能捉住一个动物并吸食它的血。然而，扁虱具有它自己的独创性。当扁虱准备产卵时，它就爬上一棵灌木树，悬在枝头，它要等很长的时间，甚至数年，直到它闻到丁酸的气味，这是哺乳动物皮脂腺所发出的气味。当扁虱探测到丁酸，它就从树枝头飘落下来。如果幸运的话，它将落在动物身上。它四处移动，一旦触到温暖的表皮，它就钻到哺乳动物的毛皮下开始吮吸血液。

扁虱的这一行为可以分解为一系列的简单行为。第一个行为是探测丁酸并让身体飘落下来。在四联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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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等待状态，S是探测丁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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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自由飘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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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准备抓住它所落在的物体。第二个行为是发现温暖的地方，探测到热量使得扁虱得知它所在的地方是哺乳动物的皮肤。所有的这些行为都可以表示为四联式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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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分叉过程也可以模式化为这种四联式。例如，当扁虱没有落在哺乳动物身上，热量的缺乏说明扁虱应该回到灌木梢上去。这种依赖于情景的选择行为可以用一对或两个四联式来描述：具有同样的内部情况
[image: image40.wmf]q

（自由坠落后的状态），但不同的S和－S。这里S是指扁虱探测到热量的状态，而－S表示扁虱没有在合适的时间内探测到热量的状态。

不管是动物和人类的行为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分解成可以表示为
[image: image41.wm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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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系列简单行为。人类和动物行为的一个差别就是人类行为具有可塑性，人类的行为能够重新塑造为不同系列的行为，而动物的行为相当僵化，不太可能改变。尽管有这些差别，在人类和动物行为之间还是有着显著的连贯性。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人类的智慧行为是怎样出现的。最初，人类的行为并不很具有智慧，与动物的行为没有显著的差别。在经历了很长的历史经历后，人类的行为以一种演化的形式得以进步。这一过程是在人类所具有的较高的学习、适应以及对语言、符号体系和智慧的运用。但这一过程的基本性质与动物学习和采纳一个新行为的过程是相同的。

四联式可以作为联系动物行为和人类行为的一个桥梁。这说明四联式不仅是规则型行为的一个方便的表达式，而且还可以揭示出人类经济行为的性质和结构。规则型行为现在可以描述为一列四联式行为。

（五）行为选择模型

让我们回到人类行为。“如果－就”规则行为和一系列“如果－就”这样的规则行为并不需要较高的智商。然而，这并不说明这类行为的绩效就劣于那些较复杂的行为。

任何一类最大化行为，比如说期望效用的最大化，如果能够求出解的话，它给出了如何行为的一个指导。正如六（二）中解释过的，在大量的情况下，取得的结果并一定能保证是最好的可能行为。最大化问题的解，只能意味着它是一个主观想像的虚构世界里的最佳解。规则型行为，是长期演化过程的结果，可能会比虚构的最大化求解方法得出更好的结果。

人类行为的演化过程当然在很多点上不同于动物的行为演化。动物具有与其种属相应的行为。生态学者揭示了很多这样的种属型行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交配行为。不管是昆虫、鸟类或哺乳动物，雄性可以相当精确地找到它们同类的雌性。有些不同类属的鸟类外形非常相似，甚至是研究人员第一眼都很难区分开来，但鸟类本身能够相互区分，并选择相应的伙伴。

有些行为按照严格固定的模式不断重复。在产卵季节，雄性三脊棘鱼会攻击同类的雄性竞争者。这种鱼的红颜色这一刺激性信号成为攻击目标。所以，三脊棘鱼会进攻一切具有此特征的目标，即使这些目标本身在形状上一点也不类似于三脊棘鱼。

动物显现出具有广泛的多样化行为，但在相同的前提条件下，它们只有很少的选择。当某一具体的刺激或释放物显现出来时，动物往往采取唯一的一种固定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动物的行为集合是相当贫乏的。很多自然行为都是经历了很多代、很长时期的选择才获得的。

人类显示出与动物相同的行为类型。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在某一具体的情景下，人类具有更为多样性的选择类型。人类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较为广泛的选择范围。选择主要是通过学习来进行的。当某一具体行为产生了一个不好的结果，学习很快就发生了，这一坏的行为就从行为的选择集合种剔除了出去。这一经验还可以传播到社会的其他成员。因此，人类的行为演化可以发生在单个人或一代人身上，而动物行为的演化则要求许多代。用生物演化的术语来讲，动物的行为演化是系统发育型，而人类的行为演化是个体发育型。所以，人类的行为演化比动物的演化速度要快得很多。

行为的灵活性、创造性想象、记忆、因果推理和结果比较，这些都是人类的特殊能力。具有了这些特征，人类能够创新出新的行为、比较经验、选择一个更好的行为类型，以及从最好的实践中学习。即使当每一个单独的行为中理性并不显著，人类的行为仍然是良好组织和设计的。

（六）选择的真实层次

在新古典公式中，选择都是即刻作出的。当一个人具备了无限的理性推理的能力时，他或她可以产生出好的结果。运用当前的和过去的信息，人们可以达到最佳解。这是期望效用最大化模型中所假设的一个故事。然而，人类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他们的理性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选择是即刻作出的话，是不会得出好的结果的。人们指导这一模型是不可行的，在现实中，选择是在多个层次上作出的。

举六（三）中的例子。在给定的情况Q下，将采取行为A。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是怎样进行选择的呢，行为A还是规则Q---A？将要采取的行为结果是一样的，但选择的层次却不同。在第一种情况下，是在所有的可能性行为中选择出行为A。在第二种，是从数个规则中选择出一个规则。

在真实生活中，这种差别就更加明显。以前面引用过的汽车配件商店的存货控制为例，如果你是店主的话，你要尽量减少两个变量：存货和失去顾客的风险。这两个目标通常是矛盾的。当你减少存货时，物品卖光的可能性增加，顾客可能会选择到其它的店铺买零件，这就可能会增加失去客户的概率。

假如在上周末发出订单的基础上，部件将在星期一得以补充。每个周末，店主都要确定在下个星期开始要保有多少数量的每一种零部件。这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决策的例子。店主可以对物品的销售情况进行预测，从而在每个周末确定出最佳存货量。为了做到这一点，店主就要知道每个物品销售额的概率分布。即使店主具有充分的信息来确定这些分布，它要求相当大数量的运算。还有一种控制方法，店主在开始时随机地选择了每一种物品的数量，这是一个临时决定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临时性目标，店主在每个周末进行定购以确保实现临时性目标。如在星期的中间，某种物品卖光了，这店主要增加它的目标值，比如说20%。另一方面，如果某种物品连续五个星期都有剩货，那么店主可能要减少那个物品的目标值比如10％。开始时，这种控制方法也许非常不准确。店主会发现有些物品卖光了，而有些物品却保有过多的存货。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店主会提供一个合理的库存，而且经营会改善。这种控制方法的最大好处就是简单，它不需要任何统计和费力的计算。

在第一种方法下，店主在每个星期为每一种物品选择最佳的存货。在第二种方法，店主选择了方法。这种方法包含一些参数，店主必须选择一对好的参数。但参数给定时，存货的目标数量就很容易地求出。所以，真正的选择是选择参数。调整速度取决于参数。好的参数的选择是比采纳存货控制规则更高层次的选择。它比简单的存货控制要求更多的时间和经验。

不同类型规则间的选择有时是更为微妙，也许并不存在一个现有的最佳选择。存货控制方面的教科书对不同的控制方法并不进行直接比较。不同的情况和目标会使得结果发生变化，若干不同的控制规则很有可能同时被继续采用。

演化经济学家并不否定选择。演化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之间的差别在于后者顽固地坚持假设人们在每时每刻对每一种物品都在进行选择，而演化经济学家认为存在着若干种选择的层次，并且在每一种情形下，存在着多个合理层次。

七、知识和行为

知识通常不被认为是经济的要素。然而，正如W.亚瑟 · 刘易斯（1955）所主张的，知识是任何社会中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和决定性资源。哈耶克认为，市场是一个把不同地方的不同人所具有的知识进行整合的机制，知识的运用是经济中最重要的因素。现在，演化经济学家认为知识是演化经济的核心论题。

知识作为总体是紧密编织在一起的一个整体。但它能够分解为能够用一个句子来表达的小的单位。这些单位的知识可以通过学习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知识满足三（四）中的5个条件，因此每一个单位的知识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典型的演化实体。

在第三节，我们讨论了三种的演化实体：商品、技术和制度。它们中的每一种都与知识密切相关。商品融有多种知识：怎样和到哪里采购原料，如何以最低的成本制造商品，面对其它竞争产品如何促销等等。技术是一系列把要素组织成一个具有独特的功能的系统的指导性准则。这些指导性准则构成人类知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制度是社会的规则。当制度被作为知识的一部分来记忆时，制度才是社会有效的。即使一个犯罪者也会考虑其不良行为的后果。知识的积累刺激了商品、技术和制度的演化。事实上，知识的积累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并赋予人类经济演化这一演化过程一个非常不同的特征。

下面，我们不再探讨知识与其它三种演化实体的关系。我们将集中讨论知识与行为间的联系。

两千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知识是与真实联系在一起的。命题是能在原则上确定真实与否的陈述。人们对知识的传统性认识，就是知识是真实命题的集合。

有多方面的原因强化了这一理解。哲学和逻辑学很久以来就把真实命题的内容作为典型的知识。逻辑学被真实命题所优先占取。作为哲学的一部分，认识论探讨如何以及从何得到真实的知识。学校教育也有着把知识作为真实命题的集合来传授的明显倾向。科学是重新组合多样的命题并追求真实命题的系统性努力。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把知识作为真实命题的集合是相当自然的。

但这只是知识的一半，另一办知识包括一些可以区分为有用或者没有用的陈述。这些陈述并不需要采用命题的形式，可以是告诉人们在某种条件下做什么的陈述。这些陈述所包含的内容经常被称之为技能，而真实命题的内容被简单地称之为“真理”。

Gillbert Ryle (1949)第一个考察了知识是由两个具有不同特征的部分组成的：知其然类型的知识和知如何类型的知识。在经济学中，知如何类型的知识更为重要，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行为是由这类知识所支持的。这种类型的知识采取了一种条件导向的形式：在这种或那种情形下，才取这种或那种行为。这些陈述可以表示为“如果－就”规则。例如，让我们考虑已经考察过的Q----A规则。这一规则既不为真，也不为谬。Q----A的价值在于当这一规则被采用时，这一规则所具有的效用。逻辑学是考察知其然型知识的科学。知如何（技能）型的知识类型不具有这样的规则。对这种类型知识的探索还没有发展起来，还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然而，这决不意味着这种类型的知识与另外一种类型的知识相比不太重要。事实上，人类行为总是与这种类型的知识相耦合的。行为可以分解为一系列的“如－则”规则或CD转换。当知识被理解为这种类型时，我们就可以容易地看到知识和行为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人类具有记忆。所有类型的知识都保存在记忆中。在人类的早期，只能靠大脑来记忆。在发明了文字以后，文牍和书籍开始用来拓展人的记忆。知识的大量积累成为可能，记忆使得人类的经济能够以累加的形式发展。

八、新工具方面的一个突破

很多经济学家一致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已经进入了停滞的阶段，在拓展现有的研究方案方面不可能有新的突破。提出的若干替代框架却不能替代新古典经济学，因为它们提供不出象新古典经济学那么强大的有效的研究纲要。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具有如此效率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成功地把数学兼容为它的分析工具。运用图表和运算，经济学家轻而易举地能够分析一些类型的问题并取得结果。但这一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陷阱。数学公式的效用是与公式化了问题的可解决性相关联的。即使数学是一个强大的工具，但能够数学化分析的情景是极为有限的。均衡是一个重要的例外。这就是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不能摒弃均衡理论框架的主要原因。

对于将来的突破而言，仅仅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是不够的。必须还要提供一个象新古典中的数学这样强大的工具，并能适用新的理论框架。为了探讨这一问题，让我们先来考察经济科学艺术的现状。

（一）经济科学艺术的现状

一百多年来，经济学都是在以均衡理论和最大化理论为基础，数学是最主要的分析工具。它最早的阶段是计量未知数与等式个数的阶段。1870年代的瓦尔拉斯，对二者数目的相等感到满意。从1930年代起，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更加精细化的数学被引入，以确保求解的均衡值不为负。到19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运用广义不动点定理成功地证明了在一个相当宽泛的假设条件下均衡的存在性。到这一阶段，一般均衡理论在数学上已经达到了完美的阶段。

起初，存在着一种盲目的欢欣振奋。许多人都希望在计算机的帮助下，理论和经济计量能够把经济学引向一个更加科学有力的路径。但在起初的激情之后，在1970年代早期，经济学艺术的现状遭到了猛烈的批评。恰恰是理论框架本身遭到了抨击。需求函数假设消费者是完全理性的，供给函数假设产品的收益是规模递减的。在现实中，人们的理性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而大部分生产企业的经营都是规模收益递增的。这是相当广为人知的结果，但在经济学中的非正常性却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知道经济学的许多基本假设都是不现实的。这就需要从理论框架的最基本之处重构经济学。但大多数经济学家不情愿进行经济理论的重构。有些经济学家认为重构经济学有可能会失去数学——这一经济学百年来的主要驱动力。

当前经济学艺术的现状可以与十九世纪末期的物理学相比。当时，经典力学非常有力地创建了起来，没有人想象到会需要一个根本性的重构。但就在20世纪伊始，物理学就不得不接受物理科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革命，那就是普朗克的量子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对于经济理论而言，在21世纪的开端，也需要经济理论的创新。这种必然性比19世纪末的物理学更加明显。可以在经济理论的最基本层面上观察到多个重要的反常性。那么人们会问为什么经济学没有出现类似20世纪初期物理学领域的范式变革呢？并不是因为没有出现象爱因斯坦和普朗克似的天才。

经济学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百年，主要是通过文字论述来分析经济。随后的一百年，数学成为现代经济学发展的领导工具。它最初是从对偏微分的一些简单运用开始，到现在许多经济领域广泛运用了非常复杂的数学工具。但是，数学的效力正在达到一个饱和点。人们不再期望数学能够发起更深远的经济学发展。现在到了应该吹起新号角的时候了。

有许多有趣的论题和现象使得我们想加以分析。但适当工具的缺乏，阻碍了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反过来对待这一问题。第一步是要提供一个新工具，有了这样一个工具或方法，分析的领域就会扩大，新的理论也会产生。这一导入性工具也许就是多元代理模型分析，或代理基准模拟分析。

（二）多元代理模型的价值

多元代理模型是一种计算机模型，其中代理阶层发挥了重要作用。代理人具有他们自己的行为规则，并在一定的复合规则下彼此间发生相互作用。

一般均衡理论和局部均衡理论所包括的代理人是生产商和消费者。他们都按照理论所假设的而行动。从广义的角度讲，微观模型都是多元代理模型。但在微观模型和多元代理模型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用J.W.Watkins的术语来讲，微观模型是“代数型的”。这种情况的一个典型就是阿罗和德布鲁的竞争均衡模型。生产可能性集合被假设为闭的和凸的，但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特性。然而，在非常广义的不动点定理的帮助下，却证明出了均衡的存在。

多元代理模型则与之不同。每一个代理人都具有非常具体的行为规则集合。给定任何情况，一个具体的代理人行为就能够得以确定。多元代理模型在这个意义上讲是“数值型的”。任何代理人的行为都可以从相应的条件集合中进行数值化的计算。

多元代理模型具有四个明显的价值。

首先，模型能够涵盖不同代理人的多元性。在抽象的微观理论模型中，如阿罗和德布鲁的均衡理论模型，每一个代理人可能有不同的特征。但在细节化分析中，比如要分析一个变量的增量变化会给均衡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时却假定代理人都是同一类型的。没有这样的简单化假设，要对这一模型发生的变化进行数学分析，就会变得极为困难。在多元代理模型中，这一过程是通过计算机进行数值化运算的。代理人的不同特征不会阻碍这一过程的运算。困难仅仅限于对每一个代理人数据的输入时间。因此，代理人的多样化并不构成什么问题。

第二，在多元代理模型中，过程被描述为这样的方式进行，每一步，代理人决定他们的行为，他们行为的结果反映在下一步过程之中。对程序的这个简单变化可以使人们从一般均衡的痼疾中解脱出来。在多元代理模型中，没有必要确定均衡的境况。在每一步，都会确定适当的行为，市场匹配规则（market-matching rule）用来确定下一步的起始状态。这种一步一步分析的方法曾经为瑞典学派的经济学家所推荐，他们称之为“时期分析”。但是，在缺少个人计算机的情况下，这种分析变得过于复杂，而不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现在，我们具备了廉价而快速的计算能力，时期分析能够容易地融合进多元代理分析。

第三，多元代理模型也不再使极大化或均衡成为必要，从而从新古典理论框架下获得了自由。有些人会对新的释放出来的可能性感到困惑，因为他们可以把任何一种行为假设成代理人行为。任何一种类型的行为都能够容易与计算机相结合。计算机中的指令实际上都已经编程，任何难以计算的行为都被自动剔除。

最后，多元代理模型能够与演化行为结合起来。在六（四）中，我们阐述了最基本的行为都可以用CD转换的形式表示出来。如果编码C和D能够用二进制的数值（0－1向量）进行明确的话，CD转化就只不过是一个分类系统。就像J.H.Holland所运用他的遗传运算规则一样，把演化与多元代理模型结合起来并没有什么困难。

如上所示，多元代理模型与演化经济学具有令人吃惊的同类适应性。一个适用于演化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应该满足以下五个条件：

（1）他们能够把演化主体结合进模型；

（2）主体能够进行变异；

（3）主体能够作为别的代理人特征而被复制；

（4）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应被开发出来；

（5）选择和演化能够相结合。

多元代理模型很容易地满足上述条件。而当前，却没有其它工具能够满足这五个条件。演化博弈和动态复制理论满足其中的部分但不是全部条件。

简而言之，多元代理模型为超越均衡理论框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从演化的视角来分析过程是有价值的，多元代理模型可能成为经济学迈入新时代的启动器。

（三） U-Mart项目的案例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列出U-Mart项目的例子。这是一个运用了部分多元代理模型进行分析的研究项目，但它同时在某些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

这一项目在1999年启动，并命名为V-Mart。但因为在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连锁店也叫这个名字，所以这个项目就更名为U-Mart。通过团队的集体努力，他们开发了一个规模巨大的计算机程序。这一系统由两个子系统结合而成：市场服务器和客户服务器。它同时还根据实验模式的不同而具有两个版本：互联网服务器和单机服务器。市场服务器从客户那里接受订单，确定价格，并进行结算操作。客户服务器提供一个通过在计算机屏幕上轻轻一敲就可以进入的交易界面。

U-Mart实际上是一个有效的期货市场，在这里人们可以买卖股票的价格指数。J30指数作为现价。它是《每日新闻报》（Mainichi）所开发出来的一种股票价格指数。现在，还不存在真正的J30指数的期货市场。在每一个交易期结束时，根据J30指数估计出其期货价格。在试验中，我们经常运用过去的J30价格指数的真实时间序列，以避免引进臆断的时间序列。通过这种方式，U-Mart市场是一个具有一定的真实经济基础和效果的市场。

U-Mart的一个特殊性质就是在这个市场中，人与机器代理人（一个交易行为程序）能够按照同一个步调参与进来。已经组织了多次公众性竞赛，开放性地邀请人们提交方案。在每次竞争中，通常会有10到20人充当人类代理人，同时有50 或更多的机器代理人，这样代理人的总数为80到100人。人们被邀请参加这一竞赛，就像他们在参加一个竞赛游戏。目标就是期终获得货币结余额价值的最大化。实验经济学的专家批评这种游戏缺乏真实性的激励，但我们认为并不一定必需这样的激励。在进行过的竞赛中，参与者变得非常兴奋，并想获得再次参与的机会。 

U-Mart可以用来作为教学的机会。很多U-Mart的成员邀请他们的学生参加这一游戏，先是作为人类代理人，然后作为机器代理人。这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在近似于现实生活的情景下作出方案的机会。我们还根据注册实行免费赠送U-Mart系统。

在大多数的事例中所取得的价格运动是令人满意的。当参与人没有经验时，价格波动幅度较大且剧烈，许多参与人都破了产。在下一次实验中，参与人变得更加谨慎，并试图避免破产。价格波动相对缓和，价值也较接近指数的现期价值。

（四）多元代理模拟的可能性

一个机器代理人单独运行的U-Mart系统就是一个典型的多元代理模型的例子。数学分析所不可能实现的事情都能通过它来实现。

可观察到的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回馈环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宏微观之间的回馈环是涉及现代经济学方法的根本基础的一个重要论题。

新古典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是假设个人主义。在这一方法下，可以通过从个人的行为来构建一个经济。阿罗和德布鲁的竞争经济模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给定消费者偏好、生产技术以及资源产权的初始配置，就可以定义一个均衡。这种定义的均衡又用来解释现在的经济状态。熊彼特（1925）称其为“混沌起源”（ab ovo）（从“蛋”的状态起始）教条。演化经济学家关于现代经济状态的形成具有不同的图景。所有经济支持下的实体，如商品、技术、制度和个人行为，都是以往演化过程的结果。他们都具有路径依赖性。资源所有权的配置也是以往经济过程的结果，反过来，也是这些经济实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演化实体是过去选择过程的结果，演化实体又成为当前影响经济发展过程的因素。

宏微观回馈环是演化实体（微观＝个人行为和知识）与总经济过程（宏观＝经济整体）间的一个随机关系。如果我们观察到宏微观回馈关系，个人主义的方法一点也不能适用。必须抛弃这种方法。宏微观回馈环的概念使我们能够从旧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二分法之中摆脱出来。

宏微观回馈关系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原因也很显然。我们缺乏对待这类因果关系的分析方法。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期望U-Mart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具体的宏微观回馈的具体例子。如一个交易日的投资策略安排是：相对于当天的开盘价，当价格上涨1％时，卖出；当直接价格下跌同一幅度时，买进同等数量。如果这两个交易都交割了的话，交易者就得到了2％的头寸，当然还要减去交易费用。当交易费用正好等于2％时，交易者什么也得不到。当交易费用为1％时，交易者就有机会运用上述策略赚到钱。只要价格波动足够大，致使这两种目标报价都有较大的概率实现时，就有可能实现上述结果。然而，这一策略的有效性不是永恒的，当交易者增加他们的交易数量时，就会影响到价格的运动，而价格波动就会得到抑制。在多元代理模型中，很容易得出上述例子中的情况。

制度性研究也是可能的。在U-Mart的事例中，广泛的信息通过多种方式得以传播，不同的行为和绩效都是可以观察到的。这些题目通常被称之为“市场的微观结构”。因此，只有实验型的研究才能有效。而多元代理模型的模拟使得对宏微观回馈效果差异的分析，能够建立在实验型研究的基础上。也可以通过集中建立一个薄市场来研究市场制定者的作用。这种研究也许会导致一个低成本的薄金融市场的管理和工程设计。

（五）需要克服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困难

多元代理模型实验，就像其它的实验研究一样，如具有真人参与的U-Mart模型，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只要进行实验，就可以得出结果。他们可以产生一些知识。但这并不必然能够确定哪些知识是重要的，还必须确定这些知识是怎样取得的。大部分多元代理模型在选择参数方面具有相当高的自由度。如果存留的结果显示出与其它结果的类似性，那么可以得出参数对结果影响不大的结论。但这仅仅是在极其幸运的事例中才能得到的结果。

当实验科学刚刚开始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实验的场景下，具有一系列标准化的准则来确定所声称的观察现象是否正确。在第二次实验中进行肯定性检验就是一个这样的准则。而在计算机模拟的场景中，不存在确认一个观察到的结果是否是建立在稳固的知识基础之上的标准程序。

但在这一点上，仍然有理由保持乐观。代理基础上的模拟和分析是科学研究的第三种模式，只是处在初始阶段。第一个模式是理论推导，它出现在古希腊。在逻辑学和数学的帮助下，这种研究模式得以很好的建立起来。在中世纪的欧洲，这种模式的推理沦落为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的思辨。与我们所观察到的现代经济学的当前状态相类似。一个有效的科学研究模式在新千年之后被引入了，它就是实验方法。起初，实验方法与炼金术和玄学密切相关。与实验方法相伴，也存在很多困难。但它最终成为研究的基本方法。

多元代理模型实验方法是一种新的科学研究的模式。这种新开发出来的方法具有很多问题和不足，这是很自然的。它必须开发计算机实验的新领域。同时，它还必须对通过计算机实验所得到的知识的性质进行反身性检验。

我们正处于经济学的转折点。运用多元代理模型实验方法，可以得到纯理论推理所难以得到的许多种类的知识。数学方法的局限性会越来越明显。多元代理模型将把经济学家从传统的均衡理论和最大化理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第三种科学研究模式将被确认为经济学的必备工具。所有的这些变化都将为经济学的重构提供一个新的基础。那时，一个真正的范式转换将要实现，经济科学将呈现出一种新的形式，一种完全不同于现在的新形式，一个与演化经济学家的视角和框架非常接近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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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ary Economics in the 21st Century: A Manifesto

Yoshinori Shiozawa
Abstract  As the presidential speech on Annual Conference of Japan 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4), the paper figures out the common problems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to resolve, the direction to pursue and the goals to attain. It also gives a definition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examines three categories of evolving entities and explains major aspects of selection process. Then it presents some reasons why evolutionary process is so widely observed and why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conomies. After that, compared with utility maximization of New classicalism, the paper provides a rule-based behavior formulation to be the nature of human behavior. On the base of that, the paper exposes the close relations between knowledge and other evolving entities, and concludes that multi-agent modeling and simulations are good examples of new tools with which to achieve a breakthrough toward a new stage of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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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文是在2004年3月日本演化经济学年会上的会长致词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发表在日本演化经济学学会会刊《演化和制度经济学评论》（Evolutionary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eview）的创刊号（2004年11月），可以视为该学会研究计划的第一个方案，从中可以发现演化经济学所需要解决的共同问题，它的发展方向以及目标。当然，任何一门科学的研究计划都不应采取组织决定的形式。它应该经过组织内学者对计划进行长期的讨论和审议，在此基础上自然形成。该文可以作为对这一问题进行连续性讨论的一个邀请。文中所有命题和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并不必然代表日本演化经济学会。


�  例如，江头进（Susumu Egashira）在2004年演化经济学的年会上就强调了这种观点。


�  在这篇论文中，克鲁格曼（1994）认为“新加坡的增长是通过能够让斯大林自豪的资源流动来实现的。”这篇文章引发了众多人的赞同和批评。


�  Hollingsworth(2003,Table1)列举了下述五个常用的含义：①制度＝标准、规则、惯例、习惯和价值判断；②制度安排＝市场、国家、公司科层、网络、学会、社区；③制度构成＝财务系统、教育系统、商业系统、研究系统和生产的社会系统；④组织；⑤产出和绩效＝法规章程，管理决策，工业产品的性质、数量和质量，部门和社会绩效。


�  在日本，这一惯例在江户（Edo）时期广泛存在，被称作为“norenwake”。


�  梅泽（Umezawa (1997)）强调了消费者在使用场所对商品进行评价的重要性。


�  假设这个程序适用于所有的价格体系。


�  喜田（Kita）的书即将出版，他部分地受到了市川（Ichikawa (2000)）的启发。


�  局部分析也许不太容易替代一般均衡理论，但它在考察系统运行时具有可验证的基础。参见Loasby (1991，48-51)。Lachman (1986) 指出马歇尔分析与一般均衡理论的不可比性(20)。


�  西部（Nishibe(2004)）和其他人进行对多层次经济调整进行过论述。


�  盐泽（Shiozawa (1998)）曾讨论过这一观点。预期效用最大化，和简单的效用最大化，存在于“物理学符号体系假设”的领域之中（Newell和西蒙，1976）。有人也许认为他们仍然存在于认知学家关于达意（representation）的观点（Ziemke和 Shakey，2001，62）。


�  分类器系统在许多文章中得以解释。对于Holland自己的解释，参见Holland (1992) 和Holland (2001)中的例子。


�  我在Martin Davis(1985)，Ddfinition 1.2 in Chapter 1中发现了这一公式。


�  这一思想最早在盐泽（Shiozawa (1990)）书的第一章中提出。


�  知识的重要性现在已经多个经济学家所表达出来。参见Loasby (1976，1991)，Lacman (1986)。


�  关于U-Mart项目的细节，请参见http://u-mart.econ.kyoto-u.ac.j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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